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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是物质技术和思维技术对基层直接民主的基本要素进行改造与重组，孕育

新的方法、路径或可能性，激发参与主体能力、加速民主进程并释放民主效能的过程。 伴随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与

人民政治素养的提升，我国基层直接民主事业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技术通过赋能民意表达、议事协商、决策制

定、执行参与以及监督评估等结构性要素，帮助人民群众实现了更为直接的民主参与。 但在实践中，技术悬置、失
真、滥用等问题对基层直接民主构成了严峻挑战，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风险。 推动技术手段在基层直接民主

事务中得到更好应用，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基础上，对技术要素进行妥善把控，同时平衡好实践创新与厚植基础

的关系、追求效率与妥善监管的关系、制度存量与制度增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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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

体系之中，基层直接民主具有基础性地位和功能，它
既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也是理解

与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了“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

系” ［１］ 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了基层直接民主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学界既有研究主要从哲学省思［２］ 与形式比

较［３］的层面对直接民主展开探讨，并就其在中国的

思想渊源［４］和实践成果［５］ 进行了梳理与归纳，还
有从“价值—技术”二分的视角理解民主的实现路

径［６］ ，对于技术赋能民主问题展开了诸多探讨。 然

而，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或“信息技术”
之上［７］ ，窄化了对民主技术的理解视角。 此外，在
中国这个 １４ 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技术要素参

与基层直接民主的生动实践正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展

开，但理论界对于这些实践还未能形成系统认识，也
尚未有研究深入探讨技术要素对于直接民主的价值

所在。 在廓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技术赋能基层

直接民主的现实价值、实践形式与优化进路进行探

讨，不仅是为实践发掘新的论证资源的理论需要，也
是推动基层直接民主释放治理效能、彰显全过程人

民民主制度优势的实践需要。

一、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的
概念廓清与现实背景

　 　 直接民主是实现民主目标的重要形式。 随着人

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技术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已经

深刻影响民主事业进程，拓展着直接民主的深度与

广度。 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 把握技术创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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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的时代潮流，充分发挥其对直接民主的赋能作

用，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１．民主的技术之维：问题来源与概念廓清

“民主”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用于

描述公元前 ５ 世纪的雅典与其他城邦政府的运行模

式。 民主从字面上理解即由人民来统治。 亚里士多

德在《政治学》中就提出，所谓民主政体即“平民政

体的治权寄托于平民” ［８］ 。 然而，简单的“人民统

治”依旧是一个模糊且有争议的概念。 古往今来，
人们对于何为人民以及如何统治等问题有各种各样

的理解。 在实现多数人统治的形式上，直接民主与

间接民主是最为重要的概念分野，二者在“政治共

同体内大多数成员能否直接行使权力”这一问题上

形成差异，前者是公众持续、直接参与政府工作的民

主形式，后者则是公众周期性选择代表其利益的中

介间接实施统治的民主形式。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或待实现的目标，也是一个

技术性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无论采取何种政体形

式，民主制早已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

开的谜” ［９］ ，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追求的终极

政治价值。 “要不要”民主的争执早已尘埃落定，以
“何种方式实现”民主才是政治学者持续思考的命

题，民主的技术性问题因而进入研究者的视域。 所

谓民主的技术，“主要是指国家在民主的实践中，为
确保民主原则和民主价值的实现而采取的种种方法

和手段的总称” ［６］ 。 民主价值原则与民主技术是道

与器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目标牵引，后者是践行

前者的重要保障。
民主政治对技术的运用是一个受客观条件约束

的过程。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

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１０］每一个历史

时期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

筑，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

来决定的。 受参与者规模、地理区隔、通信手段等因

素的限制，直接民主原本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共

同体范围。 正是在技术持续赋能的历史进程中，直
接民主才得以克服传统意义上的局限性，重新回归

现代民主国家的视域，成为执政者创造民主绩效的

有力工具。 一方面，从古希腊时期的辩论与抽签，到
现代国家普遍采用的投票与选举，再到如今深度嵌

入政治生活的信息数字媒介，采用何种技术手段服

务于民主，取决于不同时代的基本物质条件以及物

质条件影响下的民众政治和文化素养。 以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数字技术，极大提升

了当今民主政治的运作效力，但也仅仅是在科技革

命不断更新迭代过程中服务于民主的当下主流样

态，远未到完成时。 另一方面，民主技术不仅仅局限

于物质层面，也能够以思维方式的样态呈现。 民主

运作过程中的程序安排、议事规则、博弈技巧、票决

方案，均是思维技术方法的体现。
因此，讨论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的前提，是对

技术的内涵形成全面的认知。 服务于民主政治的技

术手段，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也存在于思维之中。
对二者的有效结合与运用，方可使直接民主释放最

大程度的效能。
２．技术赋能我国基层直接民主的新生机遇

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都是服务于人

民主权的实现手段。 从中国的实践看，中国共产党

自诞生以来就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进行不懈奋斗，
领导人民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近代成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创造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形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发挥直接民主在民主

政治事业中的作用，从 １９５３ 年建立城市街道居民委

员会起，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就已展开；１９８２ 年宪

法将居（村）民委员会确定为城市和农村的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进一步将基层直接民主推广至农村。
全体人民不仅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行使国家

权力，还可以 “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

主” ［１１］ ，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

监督。 基层直接民主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基础，衔接

着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 通过践行

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基层群众得以全方位地参与到基层政治生活和

社会生活之中，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直接

民主和间接民主” ［１２］相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民主

的广泛性和真实性。
技术赋能我国的基层直接民主，是物质技术和

思维技术对基层直接民主的基本要素进行改造与重

组，孕育新的方法、路径或可能性，激发参与主体能

力、加速民主进程并释放民主效能的过程。 从革命

根据地利用“豆选”“烧香燃洞”等方式进行投票，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层选举对差额原则的逐步

运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探索进程

中高度重视技术手段在基层直接民主中的价值作

用。 需要强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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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不断创新的民主技术作为一种辅助性因素对

人民当家做主维度的改进与提升并不能突破当今中

国的基本政治框架，即坚持党和政府作为整个国家

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坚持依照宪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

法律法规开展民主活动。
进入新时代，基层直接民主在技术加速创新与

普及的形势下迎来了新的机遇。 一方面，以移动互

联、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

信息通信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基层治理的各

种场景，并且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认可。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将“加强基

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 ［１３］列入重点任务，要求完善

基层智慧治理的基础设施，整合数据资源并拓展智

慧治理的应用场景。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进一步要求

以数字化驱动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１４］ 。 新兴技术

的蓬勃发展与技术治理规划、政策体系的日益完备，
为基层直接民主充分引入技术手段提供了坚实的物

质和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以“小院议事厅” “线下

圆桌会”“四议两公开”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创新，充
分凝结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为广大群众直

接参与基层事务管理开辟了形式多样的方法与渠

道，为推进基层直接民主提供了更多有效方案。 总

之，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人民政治素养的提升，为
我国人民民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二、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的
实现模式与价值意义

　 　 在技术愈发深刻嵌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大背

景下，基层直接民主领域涌现了诸如“参与式民主”
“阳光参议”等新理念，形成了包括“社区议事厅”
“电视问政”在内的新机制，建设了以“‘码’上议工

程”“乡村在线”等为代表的社会治理信息平台。 在

这些创新中，技术通过赋能民意表达、议事协商、决
策制定、执行参与以及监督评估等结构性要素，帮助

人民群众实现了更为直接的民主参与。
１．以民意表达式技术赋能畅通态度诉求的传递

渠道

民意即人民群众的思想或意愿，既包括针对特

定现象的政治态度，也包括对于特定目标的利益诉

求。 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民主，必须要看人民

群众能否畅通地表达诉求与态度。 在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的过程中，各类数字化工具为人民群众提供着

高效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态度的传递渠道，增强了直

接民主生活的便捷性。
承载民意的信息是民主实践得以开展的基础，

信息的流动与交换决定了公共事务决策是否能够有

效制定以及决策执行效果是否能够得到及时反馈。
然而，依靠人力手工、面对面征集民意的传统渠道不

仅耗费基层工作者的时间精力，还会在逐层传递过

程中产生信息错漏风险；信息在治理主客体之间的

单向度流通，也存在民意征集的不透明、重复等问

题。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主要从两个方面助力民意的

畅通：一是提升了采集效率。 以福建省厦门市集美

区“智慧集美”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线上平台、江苏省

南京市溧水区“社会治理大联动”平台、河南省商丘

市夏邑县“五治统筹、四防融合”智慧指挥平台等为

代表的信息平台，为群众设置了“随手拍” “电话热

线”等通道，不仅满足了个体“急难愁盼”需求的表

达，而且调动了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强
化了其“主人翁”意识。 二是便利了民意的分析。
“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

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

民关系的方法。” ［１５］ 在大量收集完整、真实民意的

基础上，前述平台还能对数据进行迅速且精准的加

工整理，助力公共决策的主体理解和研判民意，如根

据问题反映的数量形成社情民意热力图，对于集中

反映的问题进行风险甄别，提前干预化解。
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做好基层工作，必须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１６］ 。 民意表

达式技术赋能模式呈现鲜明的服务性特征，释放了

群众的建议权与表达权，能够引导其更好地养成民

主习惯与意识，避免因信息不对称、传递不及时产生

的民意悬置现象，降低由此造成的政府群众信任断

裂风险。
２．以议事协商式技术赋能拓宽利益群体的沟通

空间

民主决策只有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才能获得

合法性进而有效实施。 议事协商活动为相关利益群

体创造沟通机会，使决策受众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形成对他人利益诉求的认知与理解，反思并超越个

体自我利益的局限，生成对公共利益的认同。 技术

手段不仅影响到这一过程的效率，更影响着这一过

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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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治理已经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但也面临新形势的挑战：经济体制改革的推

进加速了社会利益分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效化

解分歧、寻求共识的难度正在增大；由于存在知识与

财富等要素的差异，各群体在协商中的话语权也有

区别；以面对面话语交流为主的传统协商形式越来

越难以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高速流动的“在场

困境”；制度设计的滞后难以保障协商有序开展，使
部分基层民主协商流于形式。 民主技术主要从两方

面对这些难题进行破解：一方面，信息技术将议事协

商的政治过程与抽象的数字媒介链接。 例如，河南

中原银行开发的乡村在线手机、电脑端应用，将“四
议两公开”的议事工作法植入其中，为在外务工的

党员和村民线上审议村务提供了便利，破解了基层

治理中存在的 “开会难、 决定难、 解释难” 的问

题［１７］ 。 互联网技术拓宽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空间，
使群众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施加对基层事务的影响

力，让数字化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议事

方式与程序的变革，使各种利益群体不仅能坐在一

起，更可以聊到一起。 “民主的程式化使民主由主

观权利要求逐渐转变成一种客观的权利实现过程，
人们从中达到对民主过程的技术影响、调节和控

制。” ［１８］例如，安徽南塘基于罗伯特议事规则创造

的“南塘十三条” ［１９］ ，北京市东城区菊儿胡同社区

引入的“开放空间会议”技术［２０］ ，均将变革的目光

聚焦于议事流程和规则之上，最大限度地减弱参与

主体身份地位差异对于协商过程的影响，旨在训练

各类主体重构议事协商的思维，提升协商的平等性、
包容性和理性导向，使直接民主经由有序的协商讨

论达成实质效果。
人民民主的真谛，即“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 ［２１］ 。 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只有

在充分与有效协商的基础上找到意愿的最大公约

数，才能够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议事协商式技术赋

能模式并不局限于对民意的倾听与回应，更侧重于

为民意搭建主动交互与碰撞的平台，以协商的广泛

性、即时性、平等性推动集思广益的过程，从空间规

模、讨论深度层面助力直接民主成为现实。
３．以决策制定式技术赋能助力集体意志的合理

生成

制定决策是直接民主的核心要义。 只有为政治

行为主体明确政策目标、制定可行方案，民意的汇集

与碰撞才能真正转化为有效配置资源、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办法，向着“善治”的

目标切实靠近。
基层治理工作中的决策主体是多元的，党组织、

国家机关及利益相关个体或群体都有权参与到决策

当中。 然而在实际中，基层治理的行政化倾向仍较

为明显［２２］ ，群众对决策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建议，作
为民意代表的公共活动管理者在决策中占据强势地

位、“为民决策”的情况依然存在。 该现象背后反映

的是规模与时效对决策质量的限制：一方面，参与到

决策制定环节的人数越多，能力与素质的分布越复

杂，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越大，越有可能在事实上造

成行政官员或专家群体等少数人对决策的主导；另
一方面，一些决策还受时机的影响，会因时间、条件

的改变而变动其有效性，要求决策者减少“议而不

决”的风险，果断拍板定案。 技术要素只有在克服

前述难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为直接民主决策赋

能。 例如，山西长治市潞州区通过设立“网上超市”
搭建物业企业供需选择平台，区物管中心仅对进入

“超市”名单的物业企业做资质审查筛选，同时引入

互联网技术将物业服务的选择权交还给小区居民，
使其能够通过平台直接表达偏好，选聘自己心仪的

物业企业，妥善预防和化解了物业矛盾纠纷，提升了

服务群众生活的质量。
客观条件的约束限制不是基层治理主体代替民

众自己决定政策的理由，基层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要

使人民群众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地行使当

家做主权利，“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

上无权的现象” ［２３］ 。 决策制定式技术赋能并非绕

开党组织和行政力量搞决策，而是旨在提升互动便

捷程度，平衡传统决策主体之间的话语权力，使基层

治理由简单的政府主导模式，向党—政—社—群多

元共治的方向发展。 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

抓住关键议题，在科学与可行的方案范围内由人民

群众做出决断，既避免了未经加工的个体偏好对决

策的干扰和扭曲，确保基层民主决策的有序性和高

效率，又为直接民主开放了更多的施展空间，彰显人

民当家做主的真实性。
４．以执行参与式技术赋能推动管理队伍的发展

壮大

政策执行是对民主决策目标与指令的贯彻环

节，是将制定好的方案进一步转化为行动，进而产出

理想政策效果的过程。 在基层直接民主中，人民群

众不仅有权利在决策制定时直接表态，更应当在表

决后广泛持续地参与政策执行过程，将民主实践融

入日常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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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涉及村（居）
民切身利益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千头万绪的问题，
对于从事基层工作的治理队伍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基层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治理权分配体系中又

掌握着最低的治理权限，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往往

以极为有限的权力、资源承担着极为庞大的治理责

任，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仍然是一个待

解决的难题［２４］ 。 这就要求作为基层治理最终受益

者的人民群众要在治理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作

用。 但专业治理队伍之外的群众往往受限于忙碌的

工作生活，难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投入公共生活之

中；且由于参与权力、能力、定位的缺失［２５］ ，群众更

多的是作为基层治理的依赖者出现，“人民的事人

民办”的实现效果较为有限。 实现技术赋能，既要

探索共享治理权力的有效路径，也要缓解群众在公

共与个人事务之间的选择性难题，解决治理参与不

平衡的问题。 北京丰台区大井社区创设的“新闻直

播间”机制，将基层共建的参与边界拓展到线上，以
每月开播一次、遇突发事件随时开播的频率，对居民

呼声最高的事件进行直播，吸纳与社区居民事务密

切相关的社区工作者、热心居民、社会组织、社区民

警以及辖区企业单位参与直播，协同管理社区事务，
共享个体和组织所附带的职业与专业资源，探索出

了社区、居民、企业多主体共建小区的长效管理机

制［２６］１６－２０。 湖南岳阳以“群英断是非”的工作法，
在牵涉公众利益纠纷的问题上寻找基层中能够有效

影响当事人的关键人物作为“群英”，评议利益相关

方的是非，引导各方沟通解决方案［２７］ 。 基于“群
英”在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存量以及在职业领域的专

业技能，他们具有较高的信服力，在化解基层纠纷中

处于主导地位，相关职能部门仅起到辅助作用，这打

破了传统依靠行政力量调解纠纷的“官本位”惯性

思维。
执行参与式技术赋能将聚焦目光与话语权赋予

人民群众，确保了更多利益相关主体的“在场”，使
参与管理与发挥个体价值的过程并轨同行，让群众

在各尽其能的过程中增强对基层事务的认同和支

持，“保证那些德才兼备、办事公道、深受敬重的基

层精英成为法定的治理权威” ［２８］ ，为其直接参与民

主管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

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
５．以监督评估式技术赋能保障公共权力的有效

约束

全面有效的民主监督，是保证政策执行者权力

得到制约，进而确保民主决策得到完整落实的必要

环节。 群众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各种技术手段让人民群众对政策执行的结果有

了更多的评估话语权，为民主监督权的延展提供了

更多想象空间。
既有的群众监督仍存在许多待改进的问题：一

方面，有些群众对身边的小微权力腐败现象见怪不

怪，或认为监督费时费力，提出问题也难以解决，因
而降低了监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有的基层领导干

部对于群众监督的敬畏程度不足，或对监督意见不

重视，或通过权力压制监督信息，使群众在行使监督

权时有所顾虑。 监督渠道的不畅、线索转化的低效

会使前述问题更加恶化，进而挫伤群众监督的积极

性。 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体借助互联网工具得

以壮大监督力量。 在过程监督方面，辽宁省纪委监

委搭建的“阳光三务”基层监督系统平台，要求全省

村社将党务、村（居）务、财务等 ７０ 个事项置于平台

进行公开，群众只需点开小程序便能实现实时监督，
通过留言功能及时提出疑问，线索分发至相关部门

调查与回复。 该平台仅上线一年多就跟踪解决群众

反映的问题 ４．９ 万个、预警问题 ２７．６ 万个，查处腐

败、责任和作风问题 １７６６ 个［２９］ 。 在结果评估方

面，杭州市富阳区在“村社智治”平台中加入了考核

反馈功能，建立“量化评、基层评、群众评一体化评

价体系”，允许群众评价为民服务的事项，将满意率

等评价结果与考核成绩挂钩，以压实基层治理队伍

的责任［３０］ 。
真正实现直接民主监督，必须保证人民对公权

力有足够的了解。 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情况，人民

对于公共政策的执行和公共权力的运用就难以做出

正确判断。 监督评估式技术赋能，将基层治理的行

动进行全过程留痕，将信息进行全方位公开，面向群

众开放监督接口，使民主监督得以贯穿整个基层治

理过程，进而防止政策变形走样、公共权力谋私异

化，增强了人民主权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前述五种技术赋能模式只是理想类型。 实践中

的诸多案例往往兼具多种类型，例如，江苏省淮安市

的“‘码’上议”机制贯穿于“多元参与—议题确定—
协商对话—共识决策”环节，数字技术的优势在民

意表达、议事协商、决策制定等层面均能得到施

展［３１］ 。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设立的“社区议

事厅”，通过“议题征集、议题确定、议事程序、议后

实施、议题备案和跟踪、公开评估”等环节使居民参

与议事全过程［２６］３－５，也包含了前述所有模式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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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规则方法。 只有综合运用多种技术赋能模式，
才能够推动基层直接民主的美好畅想成为现实。

三、基层直接民主利用技术
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进路

　 　 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在
丰富民主手段、提升民主效能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

风险和挑战。 “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民主政治的有

利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过度强调科学技术的决定性

作用只会导致唯科学主义和人类理性的自负，其结

果必将摧毁民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把民主推向

不归之路。” ［３２］如果对于技术风险处理不当，极有

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扰乱基层直接民主

的正常秩序，最终阻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进程。
１．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面临的现实困境

从现实中看，基层直接民主仍存在不用、乱用以

及滥用技术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还影响到党

对民主政治建设事业的领导。
第一，技术悬置倾向。 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日

益兴起的直接民主理念与潮流对传统思维方式和基

础设施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由于本领恐慌和工作

思维惯性，传统基层治理结构对民主技术依然存在

抵制或不信任心态：部分群众与干部或因知识结构

滞后，不具备运用技术思维表达态度意见、收集民意

信息、感知治理态势和辅助科学决策的素质；或拘泥

于旧的治理传统，探索创新工作方法和程序规则的

自觉意识与创造力不强；或固守自上而下、行政权威

主导治理的惯性方式，难以接受技术产生的民主效

能。 二是信息化治理的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

较为明显，部分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限制了

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场景，基层治理只能沿

循线下沟通、面对面交流等方式；群众参与民主政治

的训练不足，进行议事协商、监督表达的能力有限，
这些问题均阻碍着直接民主效能的释放。 三是基层

单位推进数字化治理的热情高涨，但缺乏统筹协调。
多头创建、自成体系的技术项目不能互联共通，信息

数据储存方式与技术标准的不同、使用权限的混乱，
使跨部门、区域数据的互联共享、深度整合面临重重

阻碍，造成“信息孤岛”和“信息壁垒”。 技术悬置问

题体现了基层治理工作滞后于现代物质技术与民主

思维创新发展的“掉队”现象，由于不会用、不能用，
导致技术对直接民主的赋能效果不能有效释放。

第二，技术失真倾向。 一方面，即使信息能够在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支持下高速流通，但民意表达的

样本也存在局限性。 线上讨论可能出现个体被舆论

裹挟，进而跟风从众的现象；个体因网络空间的虚拟

性容易释放更多情绪化、非理性乃至极端化的偏见；
公众需求与民众意见可能被简化为数字、化约为平

均数，增大个体声音被忽略的可能性。 这些问题均

可能为基层治理呈现不全面的决策信息。 另一方

面，数字化治理在客观上为信息伪造提供了机会。
一是个别机构借助信息流媒体将符合自身利益导向

的信息投放其中，使原本因资源禀赋支撑的话语权

被进一步放大，从而引导群众做出错误的判断或决

策。 二是过于依赖甚至完全使用线上监督与信息公

开渠道在客观上会造成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隔膜，
为后者伪造关键信息提供契机，治理者在技术光环

的笼罩下不加分辨地全盘接收信息，忽视了中间可

能存在的信息扭曲问题。 民主技术作为一种工具，
无法自行决定所服务的对象、所传递的内容是什么，
技术失真倾向的背后依然指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技术使用者只有在确保自身主体意志、甄别信息质

量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技术的正向效益，否则就会被

技术驯化。
第三，技术滥用倾向。 部分基层治理者在解决

某些问题时过度使用信息技术，背离了基层直接民

主的初衷。 一是形式主义问题。 部分基层治理者热

衷于运用信息技术搞量化考核、打卡定位等“面子

工程”，重留痕轻实用，不仅起不到解决民众实际需

求的效果，还会加重基层工作者数据填写、上报的负

担，挤占实际开展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精力。 二

是技术挪用问题。 一些具有重要公共产品属性的信

息平台，在吸引群众加入使用的同时，变相成为少数

基层治理者的“维稳”工具，使发扬民主的技术成为

限制个体自主空间的手段。 三是脱实向虚问题。 基

层通过技术手段将治理场域由现实扩展到虚拟空

间，在追求高效、便捷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搁置传统民

主渠道的问题，现实交流让位于虚拟问政，线上征集

取代实地调研，加剧了治理主客体间的陌生感与距

离感，助长了部分基层干部的怠惰思维，消解着普通

民众的公共参与精神，反而造成现实公共生活的日

益衰退。 四是信息安全问题。 大量信息数据经由个

体自由表达、系统检测采集而汇入基层治理平台的

同时，也面临着被泄露和滥用等隐患。 人民群众表

达意见、议事协商、监督检举行为如果得不到切实保

护，就会产生安全顾虑，造成信任危机。 技术滥用倾

向下的种种问题并非因技术赋能而产生，而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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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旧的不正之风在新形

势下的结合，使老问题以新面孔出现，侵害基层政府

的公信力，同样需要得到慎重应对。
技术悬置、失真与滥用等存在于表层的问题不

仅会侵蚀基层治理的根基，还会经由 “能力—绩

效—合法性”维度逐层传导，影响党对民主政治事

业的领导地位，酝酿更深层次的政治风险。 一是能

力型恐慌。 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中国

共产党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确保经

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前提基础。 而技术悬置的种种

倾向表明，基层党组织对于民主技术的接纳程度尚

未完全匹配基层直接民主事业的旺盛需求，这是当

前执政队伍“本领恐慌”在基层治理领域的具象化

表现。 二是绩效型难题。 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

主热情面前，作为领导核心的基层党组织，如果不能

妥善运用技术扩大群众对基层治理事务的发言权与

决定权、不能提升群众参加公共事务管理的便捷性，
就会降低基层治理的绩效、削弱群众在基层直接民

主中的“获得感”。 三是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的创造者、理想的传播

者、实践的指挥者，其自身能否认识技术要素对民主

事业的赋能意义，掌握民主技术的运用要义，将其作

为扩大人民主权、促进政治平等、达成善治绩效的有

效工具，直接影响着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质量，最终

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
２．基层直接民主利用技术的优化路径

实现技术手段在基层直接民主事务中的更好应

用，必须针对既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加快实现体

制、设施与制度等方面的改进，在平衡好三对关系的

基础上，强化党对技术赋能直接民主的领导。
第一，针对技术悬置倾向，必须平衡好实践创新

与厚植基础的关系。 基层治理实践创新的热情是应

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也要意识到，技术与基层直接

民主相结合的过程是漫长的，不仅需要具备长期探

索的耐力，应对可能出现的反复与失误，还要注重持

久的积累，为接纳技术打下良好基础。 一是对于基

层在利用技术手段时出现的多头建设、无序参与等

问题，应当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和整合机制。 中央

网信办和各地网信部门应当定期会同各级地方政

府，统一部署对基层治理技术平台的排查摸底，对使

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项目及时关停，对功能相近

或重复的进行整合迁移。 二是以专项整治为契机，
应当自下而上逐级整合基层地区和部门的数字系

统，统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础数据互联

共享水平，优化民意表达、反馈和协商的服务供给界

面，建设一网统管的平台，对接更多涉及民生事项的

职能部门接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表达

诉求。 三是应当建立基层治理参与者的素质提升机

制，将技术应用纳入党政干部教育体系、各级党委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教学内容和领导干部任职培训、在职培训的

必训课程；开展基层治理人员的数字技术安全和伦

理教育轮训；依托基层互联网平台向人民群众宣传

利用信息技术参与基层民主事务的知识技能。 推动

理念革新是参与者素质提升的重中之重，必须使基

层治理者敢于、愿意迎接技术对基层治理带来的全

方位提升，依托技术红利实现基层社会民主意识的

增强与民主能力的发展。
第二，针对技术失真倾向，必须平衡好追求效率

与妥善监管的关系。 应对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可

能出现的信息扭曲、左右民意等隐患，必须拓展对技

术利用的监管手段，确保民主活动妥善开展。 一是

应当建立审核备案机制，加强新建、改建、购买信息

技术项目的立项审核，纳入信息化项目审批范围，要
求主办单位履行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等手续，必要

时设立法律和伦理审查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从
源头上把控信息技术项目的供给质量。 二是应当设

立民主技术的参与门槛，引入用户实名制、大数据舆

情监测等措施，规避可能出现的负面舆情及其对直

接民主的干扰，便利基层治理者把控舆论导向以及

采集、分析真实详细的群众意见。 三是应当建立全

过程的监督反馈机制，针对基层治理的技术创新和

运用，设立常态化的网信部门抽查评估制度、群众监

督投诉渠道、项目绩效追踪考核体系，及时发现存在

的问题和短板并督促整改纠正，不仅使民主实践走

向技术化，更要使技术运用走向民主化。 四是应当

及时整治直接民主活动中扰乱公共秩序的不法行

为，遏制少数利益群体借助技术平台和算法裹挟民

意、刻意引导舆论的不良倾向。
第三，针对技术滥用倾向，必须平衡好制度存量

与制度增量的关系。 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村（居）
民委员会组织法、各类行政法规以及村（居）规民约

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对于实践的

开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面对技术嵌入民主的新

形势、新要求、新挑战，必须尽快制定技术利用行为

的支撑性规范，将其纳入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之

中。 一是从规范性文件或行政法规层面制定遏制技

术利用乱象的负面清单，突出防治重复建设、强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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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滥用排名、伪造信息、依赖算法、决策脱实向虚等

重点问题。 二是制定从国家法律到自治规章的一系

列规则，包括信息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群众直接参与

民主事务的议事规则程序等，将有益的探索经验巩

固为明文制度。 三是尽快由国家网信办牵头编制

“数字化基层治理行为规范指引”，明确服务对象、
应用场景、使用要求和监督管理等内容；同时发挥基

层政府和科技服务供给企业的作用，制定适应各地

实际情况的技术应用行为准则，以标准化规范化促

进基层民主的效能提升。
第四，党的领导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做

主的根本保证。 评判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的效

果，既要看技术能否支持民主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

挥更大的实际效用，也要看技术能否辅助基层党组

织更好地稳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地

位。 前述技术赋能困境衍生的风险，不同程度地影

响着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因此要求党组织顺势

而为，不仅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顺应技术赋能时代

的到来，更要以有力的举措引导技术为党的领导所

用。 中国共产党应当在技术“之上”，而非在技术

“之中”，党组织不能成为被动等待技术安排的客

体，而是要切实发挥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

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对技术要素进行妥善把控，始
终掌握领导民主事业发展的主动性。 基层直接民主

的行动主体众多，牵涉层级广泛，需要发挥各方的积

极性与创造性，也必须确保基层社会既充满活力又

和谐有序。 实现活力与秩序平衡的关键在党而不在

技术。 具体而言，解决好多元共治与统一领导的关

系，必须完善党领导下的技术赋能体制，逐步构建各

级党委统一领导、网信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

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分层分类分级处置的数字

化基层治理工作格局。 在纵向上，县（区）、乡镇（街
道）、村（社区）、网格是基层直接民主能够施展的层

级，应当重点强化这些层级的技术应用系统开发与

建设，理顺各级应用系统的关系，并在保证数据脱

敏、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将信息数据的使用权限赋

予更多层级与部门，使其在机关履职、公共服务、社
会治理等领域发挥更大的决策效用。 在横向上，应
当加快建立党委（党组）数字化治理工作责任制，按
照“谁主办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要求，压实主

体责任，将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的建设工作写入

本辖区内信息化、数字化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加强

顶层设计。 党还要领导并推动基层行政主体统筹信

息技术项目建设，引导自治组织、企业单位、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到各级治理平台的建设和运用当中。 总

之，要在党委领导、政府统筹、基层社会普遍参与的

基础上，将政治优势与技术优势更好地结合，最终转

化为基层直接民主的治理效能。

结　 语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所要追求的目标，民主既是

一种价值理想，也是一种必须生根落地的技术性现

实。 直接民主实践对技术的运用，归根结底是由参

与其中的人来完成的。 对于践行民主的主体而言，
技术的价值体现于它的辅助作用而非主导作用。 发

挥技术的助益作用，为人民群众学习民主、发展民

主、实行民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使其在

实践中积极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将民主协商贯穿其中，进而能够在更好地发

展民主和巩固民主的同时，实现个体民主意识的养

成、民主能力的提升［３３］ 。
以物质技术和思维技术为表现形式的技术手

段，通过民意表达式、议事协商式、决策制定式、执行

参与式以及监督评估式等赋能进路，对基层直接民

主的基本要素进行整合与提升，孕育了一系列激发

参与主体能力、加速民主进程并释放民主效能的实

践方案，对于我国基层直接民主事业的影响是显著

且持久的，尽管这种影响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是一把

双刃剑。 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正向作用，就应当

允许并鼓励基层地区对直接民主实践进行探索，在
学习、比较、反思的过程中逐渐积累新的民主形式的

经验基础，同时正视现阶段探索中显露的各种风险，
预防民主技术对既定民主价值目标的修正。

基层直接民主是具体的、发展的、系统的，技术

只是推动我国民主事业发展的要素之一。 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须

紧扣基层直接民主的政治、技术与制度面向，在发挥

技术对基层直接民主赋能作用的同时，凸显党建对

基层直接民主的引领作用，坚持制度对基层直接民

主的保障作用，坚定不移推进民主实践，以广阔基层

迸发的活力滋养人民民主之树，助力其根深叶茂、永
远常青。 就此而言，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与理论探

索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２

技术赋能基层直接民主的新生机遇、实践形式与优化进路



上的报告［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３９．
［２］韩水法．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Ｊ］．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２）：１０－１６．
［３］范进学．论民主的实现形式：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比较［ Ｊ］ ．文史

哲，２００２（１）：１５０－１５５．
［４］王兆刚．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的“直接民主”思潮探析［ Ｊ］ ．首都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６）：１４０－１４５．
［５］王波．论我国的直接民主建设［Ｊ］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０（５）：４６－５２．
［６］桑玉成，施玮．论民主的技术［Ｊ］ ．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０（３）：１２－１７．
［７］郑曙村．论网络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五大促进作用［Ｊ］ ．齐鲁学

刊，２００１（４）：１２１－１２５．
［８］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Ｍ］．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１３３．
［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９．
［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６４．
［１１］彭真文选［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０６．
［１２］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４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２６１．
［１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的意见［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１１．
［１４］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Ｎ］．人民

日报，２０２３－０２－２８（１）．
［１５］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大数据时代［Ｍ］．盛杨燕，周涛，译．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９．
［１６］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

重要指示［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０６－２７（１）．
［１７］龚金星，毕京津．河南新野县探索线上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２－０１－１８（１１）．
［１８］钟宜．民主的技术分析及其现实意义［Ｊ］ ．求实，２００８（４）：７０．
［１９］翟明磊，吴达．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南塘试验［Ｎ］．南方周末，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Ａ４）．
［２０］袁方成，张翔．使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技术如何可能：对“开放空

间会议技术” 及其实践的理解［ Ｊ］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４）：５５－７１．

［２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３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０：２９５．
［２２］梁玉柱．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调适行动与社会治理的行政

化［Ｊ］ ．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８（４）：１０５－１１３．
［２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２ 卷［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９０．
［２４］陈家建，赵阳．“低治理权”与基层购买公共服务困境研究［ Ｊ］ ．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９（１）：１３６－１３８．
［２５］蒲新微，衡元元．还权、赋能、归位：群众制度化参与社区治理之

路［Ｊ］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１（２）：７０．
［２６］本书编写组．基层协商民主典型案例选编［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５．
［２７］王云娜．湖南岳阳创新基层治理工作法：良策聚民意　 实干惠邻

里［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０３－３０（４）．
［２８］陈家刚．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Ｊ］ ．学习与探索，

２０１５（２）：５２．
［２９］辽宁搭建“阳光三务” 平台：推进事项公开 　 完善基层治理

［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４－０１－０２（４）．
［３０］杭州富阳创新建立“调研一件事”工作机制　 切实做好群众服

务［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１１－０１（１１）．
［３１］陈家刚，张翔．数字协商民主：制度规范与技术路径：江苏省淮安

市“‘码’上议”实践探索［Ｊ］ ．江海学刊，２０２２（６）：１３５－１４２．
［３２］张爱军，孙贵勇．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二重关系［Ｊ］ ．自然辩证法

研究，２００６（１０）：７６．
［３３］陈家刚，吴悠．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建设：实践价值、内在张力

与发展路径［Ｊ］ ．中州学刊，２０２４（１０）：５－１２．

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Ｙａｎｇ Ｄｅｓｈａｎ　 　 Ｌｉ Ｓｈａｏ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ａｔｈｓ， ｏｒ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ｓｓ⁃
ｒｏｏ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ｈａｓ ｕｓｈｅｒｅｄ ｉｎ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ｐｏｓ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ａｄ⁃
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ｃｒ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责任编辑：思　 齐

２２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


